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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

李守庸

　　义利观,看起来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论题; 但如果把它理

解为人们对于道德规范与物质利益或道德与经济之间的关

系的认识,及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主张,那么,它实际上是

一个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至今都十分重要的、与人们的物质

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。直到今天,探讨这个问题,包括

清理、总结、借鉴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、理

论,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
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,儒家学派的创始者, 同

时也是第一位有较系统的思想和著作留传下来的思想家。在

可信为记载他的言行的《论语》一书中, 可以看到他有关哲

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伦理道德、教育以至美学等等方面的见

解,其中也包括他对于义与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与

主张。从 20世纪初叶开始,即有学者试图用近代较为科学的

方法整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; 近半个世纪以来,中国大陆学

者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对孔子的义利观

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然而可能由于方法论

的运用上的某些局限或偏颇,总的看来,在对孔子义利观的

分析与评价中,似乎对其中的消极因素看得比较多,比较重,

而对其中的积极因素则往往估计不足。本文不惴冒昧,试图

主要以《论语》一书为依据,着重对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予

以探讨。

一

现在人们对于与孟轲同时的告子所提出的“食色性也”

这一命题, ①往往予以积极的评价,认为这一命题肯定了饮食

男女即物质生活与繁殖后代的生理需求的正当性。而孔子早

在告子之前,就说过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”这样的话。②这

里全面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正当性。同时他又说:“吾

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。③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孔子对于

人们普遍的繁殖后代的需求的一定程度的认识。从以上孔子

的两点议论看来,似乎可以认为,告子的“食色性也”这一命

题的内涵,早已存在于孔子的思想之中。

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对人们繁衍后代的需求和物质生活

需求的正当性的认识,孔子十分重视人口的繁殖和对于人们

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,并强调这种满足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

性。从孔子与他的学生冉有的一次谈话中可以看出,他对一

个国家拥有众多人口是抱一种赞赏态度的; 而当一个国家拥

有了众多的人口之后,他认为当政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人民

富足起来; 而当人民已经富足之后,其任务则应当是对人民

进行教育。④当另一个学生子贡请教为政之道时,孔子同样把

“足食”即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放在第一位,把“足兵”即

军备充分放在第二位,把得到民众的信任放在第三位。⑤从这

两段议论中,不仅可以看出孔子对于满足而且是尽量满足人

们物质生活需要的重要性的认识,而且在对待“富”与“足食”

即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和“教”与“信”即提高人民文化素

养或取得人民信任这两者的关系上,是把前者放在第一位,

把后者放在第二位。而后者“教”与“信”,都是与道德规范相

关联的。对人民“教之”,会提高其文化素质包括道德素质;取

信于民,既需提高统治者的道德素质,也需提高被统治者的

道德素质。因此从义利观的角度来看,似乎可以这样理解:孔

子在这两处议论中都有将“利”即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放在

第一位,而将“义”即对人们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第二位的倾

向。由于认识到对财富、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们普遍的欲望,

同时认识到人民的富足对于治理好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,孔

子甚至现身说法地说过这样的话:“富而可求也, 虽执鞭之

士,吾亦为之”。⑥可见其对于人们追求物质利益、追求财富的

行为的正当性的充分肯定。孔子在极端重视满足人们对物质

利益、物质财富的追求欲望的同时,还注意到人们遵循合理

的道德规范有助于物质利益的获得或增长。因此他又说过

“义以生利”这样的话。⑦孔子这种足食富民和义以生利的认

识与主张,无疑具有积极意义,并且对后代产生过重大影响。

继孔子之后的大思想家孟轲,在继承孔子足食富民思想的基

础上,提出过这样的见解: 他认为如果是一个“圣人”即最高

明的人来治理天下的话,就会做到“使有菽粟如水火”,即让

百姓在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上达到极其富裕的程度。紧接

着,他还提出了一个在义利观上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命题:

“菽粟如水火,而民焉有不仁者乎?”⑧这个命题,较之孔子提

出的先富后教,足食而后取信于民,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物质

生活、经济生活对于伦理道德观念产生的基础作用,老百姓

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条件下,就完全有可能提高

其道德素质。稍后于孟轲的另一位大思想家荀况,则不仅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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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那里继承了足食、富民的思想,而且从良好的道德行为

可以极大地推动生产的发展、物质财富的增长的角度阐述了

义利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,只要在上者“裕民以政”,在下者

“以礼节用之”,即当政者对百姓实行宽裕的政策,而百姓又

能遵守礼法厉行节约,生产出来的粮食之类的物质产品就可

以达到“余若丘山,不时焚烧,无所藏之”的程度。⑨这里不仅

指出了义对利的强大的推动作用,而且对在合理的伦理道德

与政策的指导下社会经济的发展,物质财富的增长,抱有一

种极其乐观的态度。而荀况的这种思想,与孔子曾经表述过

的“义以生利”的观点是一致的,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孔子这种

观点的继承和发展。

在足食、富民和“义以生利”的思想基础之上,孔子对于

如何发展生产,增加国民财富,尤其对于怎样处理好义与利

之间的关系,以推动生产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的问题,

提出过许多积极的主张。

以农耕为中心、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, 农业被传

统地视为本业,生产的发展主要靠农业的发展,足食、富民都

离不开农业。而孔子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。这首

先表现在他对传说中曾经率自耕作以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

夏朝的开创者大禹,和周朝的先祖后稷都表示肯定和敬佩。

《论语·宪问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南宫适问于孔子曰:‘羿

善射,　荡舟,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’夫子不

答。南宫适出,子曰:‘君子哉若人! 尚德哉若人!’”在这段记

载里,不仅体现了孔子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视,而且还反映

了他将一个领袖人物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视作一种高尚的道

德品质。有关对大禹的评价,孔子还说过这样的话:“禹,吾无

间然矣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,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,卑宫室

而尽力乎沟洫。禹,吾无间然矣。”βκ这段议论主要在于赞美大

禹高尚的道德情操。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这里将“卑宫室而

尽力乎沟洫”,即十分俭朴地对待自己的住处而尽力搞好农

田水利以求农业之发展,列为大禹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表现之

一。这同样反映了孔子本人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视。从义利

观的角度观察,似乎还很难辨析,在以上两段议论里,孔子是

将义抑或是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。如果说,孔子在这里实际

上是意识到或表述了一种认为义与利可以高度一致的观点,

或无不当。如果对孔子以上两段议论可以作如是理解,那么

有一个问题须在此作一些分析。这就是如何理解过去人们在

批评孔子不重视以至鄙视生产劳动因而证明孔子重义轻利

时惯用的而且似乎很有力的一个例证:“樊迟请学稼。子曰:

‘吾不如老农。’请学为圃。曰:‘吾不如老圃。’樊迟出。子曰:

‘小人哉,樊须也! 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 上好义,则民莫敢

不服; 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则四方之民襁负其

子而至矣,焉用稼?”βλ其实这一段议论,只是表明孔子从一个

角度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,认为

一个读书人,也就是将来的脑力劳动者,重要的是在道德素

养上下功夫,以便有机会就参与国事管理,而不必下功夫去

学习直接的生产知识。尽管这里有其认识上的片面性,但似

乎还不能从中引申出重义轻利的结论。同时与他赞美一个领

袖人物率自耕作以鼓励农业生产之发展的美德的言论,也并

不相悖。

手工业在以农耕为中心、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,

对于满足人们生活中所需要的手工业产品,和对于推动社会

生产的发展,都起着重要作用。孔子对这一点也有所认识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中记载了孔子关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当如

何加强修养,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,以治理好天下国家的议

论。他认为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具有高水平的道德素质之后

可以达到的目的之一, 就是“来百工”, 即招来手工业者, 而

“来百工则财用足”。这里除反映了孔子对手工业在国民经济

中的作用的一定程度的认识之外,还可以看出,这里所蕴涵

的思想,与他的“义以生利”的观点是一致的。在与手工业有

关的问题上,孔子还说过这样的话:“子贡问为仁。子曰:‘工

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,事其大夫之贤者,友其士

之仁者。’”βµ尽管在这段话里孔子议论的主题,是一个人住在

一个国家里事上择友之道,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只是

作为一个比喻顺带提出来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个作为比

喻的判断句中,包含有孔子对手工业之发展与生产工具之改

进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尽管是朴素的然而却十分敏锐而深刻

的认识。生产工具的不断改革与创新,即令在以计算机科学

和生命科学为主要标志的当今社会,仍然是推动人类社会经

济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。

《论语》一书记载孔子有关商业活动的言论极少。这可能

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商业经济还不很发达有关。譬如到了

战国时代,由于商业经济较之春秋时代有较大发展,《孟子》

书中记载孟轲有关商业活动的言论就有很多了。在孔子与商

业活动有关的有限的言论中,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评论他

的学生颜回和子贡时说的这么一段话:“回也其庶乎, 屡空。

赐不受命, 而货殖焉, 亿则屡中。”βν孔子对待商业活动的态

度、思想主要体现在这段话的后半段对赐即子贡的评价上。

孔子对子贡的这番评价, 尤其是其中“赐不受命”的“命”, 究

应如何理解,古今均存多说,莫衷一是。而综观这句话的意

思, 不论这里的“命”作何理解,似均可认为孔子在这里一是

说子贡有点调皮,不安守本分,略含讥诮之意,而并未严加责

备;二是对子贡做生意屡屡猜中行情赚大钱多少还有点欣赏

他的才干。于此可见孔子并不坚决反对他的学生经商,更没

有把经商这种谋利活动与正当的行为“义”相对立。后来司马

迁在《史记》中专列《货殖列传》一篇, 为大商人立传, 不能认

为与受孔子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无关。这从《史记·仲尼弟子

列传》一开篇列举了包括子贡在内的孔子几位最优秀弟子的

名字之后,紧接着就引了孔子评价子贡“赐不受命而货殖焉,

亿则屡中”的这种写法中,似可略见端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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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对于如何做到发展生产,主要是农业生产,以达到足食

富民的目的,孔子特别强调为政治民者要善于调动生产劳动

者对生产劳动的积极性。至于怎样才能调动这种积极性,孔

子提出过一系列的主张。其中有许多都是在论述、论证“义”

对于“利”的促进作用。

孔子认为要调动生产劳动者的积极性,极其重要的一个

因素,就是为政治民者对待民众要“惠”,就是说要采取使民

众从中得到利益从而感受到治民者的恩惠的政策。他曾经称

赞子产“有君子之道四”,而“其养民也惠”就居其中之一。βο当

孔子的学生子张问他什么是“仁”时,他将能实行“惠”的政策

列为“仁”的行为之一,并且解释说:“惠则足以使人”。βπ也就

是说“惠”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; 并且可以看出,在孔子心目

中,“惠”也属于一种重要的道德行为。在另一次子张问孔子

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“从政”这个问题时,孔子认为必须尊崇

五种美德, (“尊五美”)其中之一是要做到“惠而不费”。当子

张再问怎样才叫做“惠而不费”时,孔子的回答是:“因民之所

利而利之,斯不亦惠而不费乎?”βθ要让民众得到好处,而政府

又不耗费钱财,或至少是破费不多,孔子认为办法就是“因民

之所利而利之”。对于孔子这两句话,现代有些论者或认为反

映了孔子的放任主义的经济思想; βρ或谓道出了自由经济制

度之真貌,并且说“前语是表达自由经济之现象; 后语更曲尽

自由经济之妙”。βσ这些评价,容或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。但

证诸孔子之后的学者对孔子这种思想的发挥、发展,则其在

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,则是完全应当予以肯定的。如在《史

记·货殖列传》中,司马迁意识到有一种与自然规律相类似

的东西 (其实这便是价值规律,是司马迁不曾也不可能明确

认识到的)在引导着农、虞、工、商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们

为追求物质利益而积极从事各种经济活动,他便认为从国家

或政府的角度来看,最好的经济政策是自由放任的政策,因

而提出了“善者因之”的著名观点。在司马迁看来,只要国家

或政府采取这种“因之”实质上也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因民之所

利而利之”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,放手让人们为追逐物质

利益去积极从事各项经济活动,便可达到“上则富国,下则富

家”的目的,达到物质财富增值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。

本文作者在一篇题为《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思想初探——兼论

经济发展思想不始于西方近代》的论文中,在较为详细地探

讨了上述司马迁的有关论点之后曾经指出:“尽管上述理论

不能被认为全部都是正确的,但却有可取之处和积极意义。

尤其是倘若真的像有的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,

‘亚当·斯密所谓的富裕的自然增进,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

发展经济学’,那么似乎不妨把司马迁看作是发展经济学在

东方古代的先驱。”βτ如果本文作者的这个论断可以成立,追

本溯源,孔子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这种思想的积极作用便无

由否定。

在提出“惠而不费”的同时,孔子还列举了另一项从政者

必须尊崇的美德,就是要做到“劳而不怨”。也就是说,当政者

要使民众努力从事生产劳动而不被怨恨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

点呢? 孔子的回答是:“择可劳而劳之”——注意选择劳动的

时间、地点、条件。χκ另外孔子还提出过“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

时”的见解。χλ后来荀况认为当政者只要做到“使民夏不宛日曷,

冬不冻寒, 急不伤力, 缓不后时”, 这样便可以达到“上下俱

富”的目的。χµ看来荀况这种提倡当政者应当具有保护、爱护

劳动力的品德以促进生产力发展、社会财富增长的主张,正

是对孔子上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

为了提高生产劳动者的积极性,孔子还主张要从当政者

和民众两个方面都提高其道德素质。就当政者来说,孔子认

为要“好义”,即行为要正当、合理。他称赞子产“有君子之道

四”中的另一项就是“其使民也义”; χν他又说:“上好义,则民

莫敢不服”。χο还要“好礼”,即讲究礼法、礼制:“上好礼,则民

易使也”。χπ还要“好信”,即具有守信用的美德:“上好信,则民

莫敢不用情”。χθ孔子的弟子子夏还对于当政者为什么要讲信

用作过具体的解释:“子夏曰:‘君子信而后劳其民; 未信,则

以为厉己也。’”χρ就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民众来说,孔子同样

主张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。他曾经说过:“小人学道则易使

也”。χσ老百姓通过学习提高了道德素质,就能更好地听从当

政者的指挥、安排去从事各种活动,当然包括劳动生产活动。

有的论者根据这句话,认为在孔子心目中,“小人学道”或“教

民”的唯一目的在于使民众更顺从、更“易使”,因为对“小人”

无论怎样进行教育, 也不能使他们变成“君子”, 这是由“小

人”的“本质”所决定的。χτ这种看法可能有不够全面之处。单

独就“小人学道则易使”这句话来看,孔子在这里的意思确实

是民众通过学习提高了道德素质易于接受指挥。但从孔子整

个思想来看,似乎并不能认为他把民众一律看成无论怎样进

行教育也变不成“君子”的“小人”。这仅从他说过的“有教无

类”和“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”这一类的话, δκ即可得到明

证。连孔子自己心目中极高的道德规范“仁”都可以期之于

“民”,怎能认为他绝对拒绝“民”之成为“君子”呢?

从义利观的角度考察,孔子还有些主张是有利于社会生

产的发展的。例如他的进取精神。人们熟悉于他所主张的对

待事物的“过犹不及”的“中庸之道”。如果从把握事物的度、

分寸的角度看,“中庸之道”自有其合理性。而在有的场合,孔

子还提倡过“狂狷”精神。他说:“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

乎! 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δλ他又说:“譬如为山,未成

一篑,止,吾止也。譬如平地,虽覆一篑,进,吾往也。”δµ他还称

赞他的弟子颜回说:“惜乎!吾见其进也,未见其止也。”δν对于

不思进取的人,他作过这样的比喻:“苗而不秀者有矣夫! 秀

而不实者有矣夫!”δο有的禾苗存活了而未能成长结穗,有的

成长结穗而未能凝浆结实。他还用“后生可畏”的道理来鼓励

人们的进取精神, 而对不思进取者予以批评, 他说:“后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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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? 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

也已。”δπ另外,从孔子所主张的仁者应当“使民如承大祭”, δθ

和《论语·乡党》所记:“厩焚。子退朝, 曰:‘伤人乎?’不问

马”,似乎还反映了孔子对爱护生产劳动者的这种道德素质

的提倡和身体力行。

三

孔子主张发展生产,增加社会财富,主张富民,还主张提

高当政者和民众的道德素质以利于调动生产劳动者的积极

性,从而也认可以至鼓励追求物质利益、追求物质财富的思

想与行为。但在孔子心目中这种认可以至鼓励不是无条件

的,而是这种思想与行为必须符合他所认定的道德规范。也

就是说对物质利益的追求、对物质财富的追求,必须限制在

一定的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。就《论语》全书考察,孔

子的这个原则主要是针对“君子”和“士”而设定的; 对于统治

者、当政者,则要求更严格。

“君子”和“士”,大体指有一定道德素养或有一定社会地

位的人。孔子认为这一类人物当有机会获得或接受某种利益

时,首先要考虑这样的获得或接受是否符合“义”或“道”的原

则,即是否符合一个君子或士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。他曾经

指出,作为一个“君子”, 应当有九种思考, 其中之一就是“见

得思义”。δρ他的学生子张显然接受了孔子的这个观点,也认

为“见得思义”是作为一个“士”所必备的条件。δσ还有一次当

孔子的学生子路问他怎样才能算是“成人”即完全的人时,孔

子在回答中提出“见利思义”是作为一个“成人”所必须具备

的条件之一。δτ可见,“见得思义”、“见利思义”都是孔子所提

出的对“君子”、“士”以至“成人”的要求。孔子又说过:“富与

贵,是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贫与贱,是人之所

恶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?君子无终

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。”εκ从前后文字看,这

里对财富与地位追求的“道”即道德规范制约,也是针对“君

子”而言的。至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怎样才符合“义”或“道”

的原则,孔子提出了一条重要标准,这就是要看这个君子或

士所处之邦是“有道”还是“无道”。他说:“邦有道, 谷; 邦无

道, 谷,耻也。”ελ“谷”就是做官得俸禄,是应当以邦之有道或

无道为取舍的。他还说:“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;邦无道,富

且贵焉,耻也。”εµ在孔子看来,不但在一个政治危乱之邦去追

求富贵是耻辱; 而且在一个政治清明之邦得不到富贵同样也

是耻辱。可见孔子是赞成以至鼓励一个君子或士在有道之邦

去追求和得到财富与地位的。但是在一个有道之邦是否就可

以无条件地、放肆地去追逐财富呢?当然不是。孔子认为在这

种可以追求财富的背景之下对财富的追求还应受到其他一

些道德规范的制约。比如他说到过一个从政者应当做到“欲

而不贪”; εν“无见小利”,“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”; εο“事君,敬其

事而后其食”; επ“先事后得,非崇德与?”εθ“仁者先难而后获,

可谓仁矣”ερ等等。为了使人们能够恪守对财富的追求不至逾

越一定的道德规范这一原则,孔子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君子或

士不应当计较个人生活的好坏,而要能够安贫以至乐贫,并

且应当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学习和道德修养上。他说:“士志

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”; εσ“士而怀居,不足以为

士矣”。ετ又说:“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,敏于事而慎于言,

就有道而正焉,可谓好学也已。”φκ他盛赞他的学生颜回“贤哉

回也! 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

贤哉回也!”φλ他还称赞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路能够做到“衣敝

袍,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”是好样的。φµ凡符合道义的财富

可以追求,而不符合道义的财富则应当拒绝,宁肯安贫、乐贫

而不去追逐的思想,特别集中体现在孔子的下面这两段话语

中:“富而可求也, 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; 如不可求, 从吾所

好”; φν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

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φο在孔子看来,一个品德高尚的人,不但符

合道或义的物质利益可以甚至应当追求、得到,不符合道或

义的物质利益不应当去追求,而应当放弃,而且,当为着捍卫

某种最高的道或义的价值时,不仅一切物质利益,甚至连自

己最宝贵的生命也可以以至应当放弃。因此他说:“志士仁

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。”φπ以上引述的孔子关于一

个士或君子面对物质利益时应当根据道义标准而定取舍的

思想,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培养士君子的道德素质无疑起过良

好的作用。就是在今天,人们仍然可以有分析地从中吸取有

价值的思想营养。

说孔子有关义利关系的原则运用到统治者、当政者头上

要求更严格,主要是指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当政者,一个极其

重要的道德守则就是必须克制私欲,节制奢侈,从而减轻对

民众的剥削。他曾经盛赞传说中的舜和禹说:“巍巍乎,舜禹

之有天下而不与焉!”φθ舜和禹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而一点也

不为自己的私利,这该是多么崇高呀! 反过来,他严厉地批评

齐景公“有马千驷,死之日,民无德而称焉”。φρ对于在鲁国帮

助当政者残酷剥削百姓的他的学生冉求,他翻脸不认他为学

生, 并对其他的学生说:“(求)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

也。”φσ对于管仲协助齐桓公“九合诸侯, 不以兵车”和“霸诸

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”的历史功勋, 孔子曾一再以

“仁”相许; 甚至说:“微管仲, 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φτ但当谈到

“管氏有三归,官事不摄”这种严重盘剥民众和奢侈行为时,

则毫不客气地批评管仲缺乏“俭”的美德。γκ不能否认孔子以

上这一类以道德规范制约统治者贪欲的思想在历史上对于

约束统治者使之考虑不过分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所起的作用。

四

过去有些论者在论证孔子的义利观以消极面占主要地

位时,往往援引以下孔子的一句话作为重要论据之一,即“君

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γλ有的论者还将这句话解释为“君子

才能懂得义,而小人只懂得追求利”,并且认为在孔子心目中

既然君子和小人有贵贱之分,君子之德自然贵于小人之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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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自然就贵于利; 既然君子和小人之间有支配和从属的关

系,义和利之间就有着主和从的关系。在这种解释中,论者显

然是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“小人”等同于民众的。对于这样的

理解有必要作一些辨析。

首先,如果联系《论语》一书所载孔子各处言论来看, 从

孔子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这句话,似乎不能得出孔子

在这句话里是认为君子才能懂得义,而小人只懂得追求利这

样的解释。上文曾举孔子说过“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”这

样的话以证明孔子以他心目中极高的道德规范“仁”期之于

一般民众。此外他还说过: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民鲜久

矣”γµ; 他的学生曾子则说过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”这样的

话。γν在孔子和他的学生看来,民众不但可以有“德”,而且应

当有“厚德”,而且甚至连道德中达到“至矣”程度的“中庸”之

德,在民众中过去也曾经存在过,只不过很久以来已逐渐保

留得很少罢了。可见在孔子心目中,不会将“小人”即民众看

做“只懂得追求利”的一种人。

其次, 要较为准确地把握孔子“君子喻于义, 小人喻于

利”这句话的涵义,关键在于先弄清楚这句话中“君子”与“小

人”所指为何。这有两种可能的理解。一个可能是指有德者和

无德者;另一个可能是指在位者和民众。如果作前一种理解,

这句话应解作有道德的人才能懂得义,而没有道德的人只懂

得追求利。从这句话里引申不出在孔子心目中义贵于利以及

义主利从的结论。如果作后一种理解,则应如上文所说联系

《论语》书中孔子有关民众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的其他一

些记述,将这句话解释为: 在位者应当、必须懂得义,民众一

般都懂得如何求利。前半句是孔子对在位者的希望、要求,后

半句是孔子对一般民众的评价。即令作这后一种理解和解

释,似亦难于得出义贵于利和义主利从的结论。因为在这里

孔子并未对“义”和“利”作价值高下的判断。

综上所述,从积极方面考察孔子的义利观,可以看出孔

子对于物质利益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的认识,至少包括以

下一些内容。

第一,孔子从要求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和追求财富是人的

本性的认识出发,十分重视足食、富民,并且往往将其视作一

个国家或国家当政者最重要的任务,而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

化则视为第二位的任务。

第二,为了增加财富,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需要,孔子对

发展农业、工业生产都抱一种积极的态度,主张当政者“因民

之所利而利之”,还主张从当政者和民众两个方面都提高道

德素质以利于生产的发展、物质财富的增长。

第三,孔子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正当的, 也是

应当允许的,甚至应当受到鼓励; 但这种追求必须受到一定

的道德规范的制约。尤其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、道德素养的

君子和士,更应当见利思义而不应当见利忘义,宁肯安贫、乐

贫而不应当追求不义之财。作为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,为了

保卫崇高的道德价值,甚至连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也应当有所

不惜。至于当政者,如果不能清心寡欲,廉洁自守,而是剥民

自富,则是更加应当受到遣责的。

本文仅从积极意义上考察孔子的义利观,其在中国历史

上无疑产生过有益的影响。至于怎样评价后代有些学者从孔

子的“见利思义”、“君子喻于义, 小人喻于利”等思想中发展

出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以至“存天理灭人欲”

之类的保守思想,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,则当

另作辨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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